碳中和目标下中日两国煤炭领域的科技合作机制

陈慕薇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 中国与日本两国作为煤炭消费大国且洁净煤技术领先的国家，在煤炭领域的科技合作对于加速两国乃至世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文献分析，从国际科技合作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和制约机制3个方面，梳理了碳中和目标提出之后，两国煤炭领域科技合作机制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动力机制中煤炭政策的导向一致性有所提升，但各个机制内部均出现了不确定性因素。鉴于此，为推进中国与日本煤炭领域科技合作，应当构建跨境跨业种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链，共同向第三方市场推广洁净煤技术、助力能源公正转型，发挥合作推进机构职能、推动信息公开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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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ajor coal-consuming nations and leaders in advanced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China and Japan'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llaboration in the coal sector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refor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dynamic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the coal secto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the proposal of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the driving mechanisms, safeguard mechanisms, and constraining mechanism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oper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arbon neutrality targets,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d align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coal policies within the driving mechanisms. However, uncertainties have emerged within each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In light of this, to further Sino-Japanese collaboration in coal technology,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cross-border and inter-industry value chains for clean and efficient coal utilization, promote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to third-party markets to facilitate just energy transitions, and enhance the functions of collaboration promotion agencies to promo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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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8次缔约方会议（COP28）上，最受争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淘汰还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使用，最终达成的《阿联酋共识》中提出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转型中脱离化石燃料[1]。煤炭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化石燃料，因此现阶段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研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欧美发达国家宣布淘汰煤炭等化石燃料的选择相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偏向于通过提高已有化石燃料设备的燃烧效率，结合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逐步实现煤炭领域零碳排放的目标[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中国能源消费占比重煤炭的比例虽然在逐步下降，但2022年仍然高达61.8%[3]。此外，随着煤炭化工行业清洁高效利用率的提升，新型煤炭化工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来煤炭需求的增长。因此从煤炭利用现状来看，短期内中国很难摆脱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降低煤炭消费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4]。而日本，是G7中唯一1个未加入“助力淘汰煤炭联盟”（PPCA）的国家，岸田文雄首相在COP28上的发言坚持了日本渐进式退煤（Fade-out）政策，继而遭到G7其他国家、国内外环保团体、参与国际脱碳联盟的日本企业的指责[5]。日本“渐进式退煤”政策是基于日本政府2021年出台的《第六次能源基本规划》中指出日本能源政策的基本原则是“S+3E”，即确保安全性（safety）为前提的基础之上，以能源稳定供应（energy security）为第一要义，通过提高经济效益（economic efficiency）来实现低成本能源供给，同时谋求与环境的适配性（environment）[6]。因此从能源供应安全性和产业升级发展需求而言，中日两国在煤炭领域的科技合作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现实且重要的意义。

中日两国在煤炭行业合作广泛，包括采矿、发电及煤化工等领域，其中洁净煤技术是双方技术交流的重点。洁净煤技术指的是煤炭利用过程中去除氮化物、硫化物、二氧化碳以及煤尘等有害物质和杂质，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的技术[7]。然而随着洁净煤技术外延的拓展以及中国洁净煤技术的突飞猛进，中日两国在洁净煤技术方面的合作也面临着变化和挑战。深化并扩大两国间煤炭领域的合作，能够促进能源领域碳中和目标的加速实现。
为此，本研究将深入探究中日两国在煤炭领域科技合作的变迁以及当下面临的课题，提出国际科技合作机制的分析框架，对两国煤炭相关产业和技术推广政策、发展动向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中日两国之间应当如何调整合作机制以实现“双碳”目标，提出政策建议。

1  研究背景

中日两国在环境产业的合作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机制下的双边合作，向各类形式的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合作机制发展[8]。2006年开始，随着中国进入环境管理社会能力的自律发展期，政产学研多元主体开始参与其中，中日环境领域的合作也开始通过市场化的合作模式，让各个利益主体从合作中切身获得利益[9]。而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则关注中日韩三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面对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等外部挑战，通过充分利用各方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互补优势[10]，加之中国作为清洁能源生产大国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共同打造创新机制[11]，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推动。中日两国环境领域合作不仅局限于两国之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在探索中，两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的互补性、经济合作潜力以及共通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成为了合作的动因[12]。
此外，在国际科技合作相关的研究中，近年来多元主体参与的特征愈发明显。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定位从向苏联学，到向西方学，以1986年为起点全面开展国际合作，从引进为主向追赶型，再向自主创新，直至现在的开放合作 [13]。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国际科技合作，就需要从以往的引进技术，转变为利用国际科技合作实现中国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的合作思维意识；同时合作模式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由此推动合作重点任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评价体系讲求质量与效益并重的一系列转变[14]。因此，中国主导构建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也需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形成正和博弈，以共享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5]。“一带一路”的国际科技合作中，政府发挥主导地位，企业在技术转移、研发合作和市场拓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科研机构和高校则促进知识传播和科技成果的共享[16]。在具体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中，尽管合作对象广泛，但是存在参与主体不够多元的问题[17]。因此，为确保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并有效协调各方的利益分配，就需要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还较为缺少。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间的环境领域的科技合作的推动，可以归纳为3个机制：首先是动力机制，包括日本政府的对外技术推广政策、能够吸纳多样主体的合作平台、技术供求关系的互补等；其次是制约机制，例如日本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存在不确定性、两国在技术标准和管理服务标准的差异 [18]，中日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19]，这些因素不仅可能制约双边合作的深化，还可能对外扩至第三国市场的合作项目带来不利影响；最后是保障机制，包括合作平台、合作推进机构等协助多元主体实实在在参与合作。

尽管少有研究分析煤炭等传统化石燃料领域的环境技术合作，但在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对煤炭行业的政策导向清晰地体现了国家在维护能源安全与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的策略。从日本环境外交的发展脉络来看，日本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和提供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日本也一直面临着国际承诺和国内经济发展、能源需求和产业利益如何协调的困境[20]。这一困境在当前尤其体现在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逐步淘汰问题上，相较于其他G7国家已明确宣布了淘汰的时间表，日本则尚未展现出相同的废止决心，仅仅对未采取减排措施的煤电设施表明了废止的态度[21]。橘川武郎[22]认为在煤炭占世界能源结构比近40%的情况下，日本先进煤炭技术的海外转移对于碳减排的贡献是巨大的，同时维持一定水平的高效率煤电设备可以平衡产业发展需求和环境治理目标。
鉴于此，深入分析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中国与日本在煤炭领域科技合作（以下简称“中日煤炭科技合作”）的演变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具体展示了国际科技合作机制的发展轨迹，也探索了中日两国在全球碳中和目标实现进程中所能作出的贡献。接下来，本研究将回顾中日煤炭科技合作的历史进程，并进一步明确3个关键机制的具体内涵。
2   中日煤炭科技合作的发展与机制 

2.1  中日两国能源结构中煤炭的定位

        中国与日本两国都是煤炭消费大国，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度高达55.47%，日本虽然只有27.55%，但是在日本能源结构中煤炭仅次于石油，是第二大能源供给源[23]。中国煤炭消费量自2012年之后基本在40亿 t上下波动,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50%[23]。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3》，煤炭消费主要集中于火力发电、钢铁、煤炭化工、建材和非铁金属这五大产业，其中火力发电的比重最高，占比一半。中国国内煤炭消费90%以上由国产煤来供应，但是由于需求量较大，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24]。日本使用的煤炭中99.5%都是依靠进口，进口量世界排名第三[25]。鉴于煤炭在两国能源结构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与日本都避免采取激进的退煤废煤措施，而是通过积极发展洁净煤技术，以提高燃煤效率、降低碳排放。

关于洁净煤技术，中国与日本两国划分方式略有不同，但所包含的技术种类基本一致。中国按照燃烧、转化合成、污染控制、废物综合利用进行划分[26]，而日本则划分为燃煤发电的高效化利用、低品位煤的多用途利用、环保措施3个层面[27]。本研究根据双方的技术种类，将当前的洁净煤技术体系整理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洁净煤技术从污染物防治向温室气体减排方向不断深化，其外延也不断向煤炭高效利用、混烧技术和碳循环等低碳、零碳乃至负碳技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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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洁净煤技术体系
日本所拥有的高效燃煤和煤化工技术位列世界领先水平。日本已经完成蒸汽条件在700℃以上的超超临界发电的实证，在煤气化发电技术方面，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早在2013年就在常磐共同火力勿来发电厂实现空气气化式IGCC的商业应用，2012年开始在广岛县大崎上岛町进行纯氧气化式IGCC和整体煤气化燃料电池联合发电（IGFC）的试验。2019年12月开始结合‌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进行试验。回收来的二氧化碳会用于制造混凝土等产品，并利用微细藻类和触媒等制造基于二氧化碳的化学产品和燃料。2022年日本将其推向产业化，达到90%的二氧化碳分离回收和47%的送电端效率[28]。此外，氨煤混烧技术已经通过了技术验证，达成20%～60%的混烧率下的平稳运转[29]，目标在2030年正式推广运用。氢煤混烧目前也处于试验阶段，将在2030年之后逐步投入使用[30]。

2.2  中日洁净煤技术合作的历程

       中国与日本在洁净煤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根据中国参与的项目内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年至2008年期间，中国参与日方提供的洁净煤技术研修项目，以接受技术培训为主要形式。碳资源新领域机构JCOAL（当时名称为“日本煤炭能源中心”）受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委托，自1996年开始推进洁净煤技术转移研修，1998年开始召开洁净煤推广研讨会，2000年开始启动洁净煤后续跟踪调查。旨在向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推广日本的先进洁净煤技术，包括面向管理层的CCT一般性技术，面向技工层的具体处理和利用技术，协助当地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确保煤炭稳定供给。

第二阶段是2009年之后，中国与日本开启煤炭领域技术实证和产业化合作。日本经济产业省自2009年开启洁净煤海外合作事业（clean coal for the earth, CCfE），从2017年开始由NEDO接管，更名为先进火力发电技术的海外推进事业[31]。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逐渐成为中日煤炭领域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自2006至2023年，16届论坛上双方共签订了430项合作协议。根据项目名称和参与方中是否与煤炭相关来判断，煤炭领域的合作协议共有37项，涉及煤电技术、煤化工技术、生态保护矿区建设等多个方面[32]。此外，两国间每年都会召开洁净煤技术工作坊、中日联合委员会会议、中日专家工作坊等，这些交流平台促进了日本煤炭相关企业和中国市场之间的对接，在此签订了不少合作协议书。例如，2018年JCOAL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联合主办了2次中日联合委员会会议和1次中日专家工作会议[33]，会议上明确了中方在环境和排水处理、电力负荷调整、副产品利用等方面的煤炭技术需求，由此甄选所需要的日方“种子”技术，召开了面向中国主要电力企业的中国与日本商务配对技术交流会[33]。这些平台促进了科研机构、政府机关、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交流互动，从而明确合作的重心和焦点，推动信息交流、政策沟通、人文交流，以实现更加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

中日煤炭领域大多数合作项目都是由专门的行业机构来推进和执行的。日方负责煤炭领域的是JCOAL。该机构创立于1990年，后与日本煤炭协会、煤炭技术研究所、煤炭开发科技合作中心、煤炭利用综合中心重组合并，覆盖从煤炭开采到利用的完整生产链。2023年共有152个会员单位。其职能主要包含以下3个方面：研发碳中和技术、向海外推广日本洁净煤技术、保证煤炭资源稳定供给。JCOAL根据项目内容，与不同的政府机构或独立行政法人合作推进。例如与NEDO以及环境省合力推进混烧技术、粉煤灰回收利用技术等碳中和技术开发；与NEDO合作向海外推广洁净煤技术；与日本石油天然气及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共同推进与煤炭生产国合作，以确保煤炭资源安定供给。

中国主导中日煤炭领域合作的行业机构则主要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煤炭工业协会，其是由有关企业、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与JCOAL的职能有一定相似性，通过与JCOAL搭建合作平台、举办交流会等，以促进两国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目前有8项合作项目是由中电联和JCOAL之间签订，以提高中国煤炭火力发电效率和环境效益[32]。

2.3  中日煤炭领域技术产业化合作

中日煤炭领域科技合作随着重心向技术产业化转移，中国煤炭产业的发展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中国本土煤电设备制造商的成长会对日本企业构成竞争关系。早期中国国营大型煤电设备厂商与日本制造商进行技术合作，日方向国内转移了超超临界以及高温高压的零部件制造技术，国营制造商得益于此不断发展壮大。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催生了新兴工程设备企业，而国内企业在价格成本上的优势，让日本制造商逐渐受到挑战[34]。

其次，中国煤化工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中日合作既提供了空间，也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一方面中国已掌握煤炭液化、煤制乙二醇等关键工艺和核心技术，技术装备总体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35]。同时国家还布局四大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等，深入推进煤化工制品的升级，与氢能产业融合发展。这与日本煤化工技术发展方向具有一定一致性。但另一方面，受煤炭就地转化政策影响，中西部煤炭产区的煤化工产业规模小、产品结构单一，因此导致同质化低端竞争严重，难以形成规模化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36]。2023年现代煤化工产业效益大幅下降，特别是煤制烯烃和煤制乙二醇[37]。对于对日合作而言可能是不稳定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与日本两国煤炭领域的科技合作机制可以具体体现为图2。动力机制包含3个层面，煤炭在两国能源结构中定位的一致性成为洁净煤技术领域合作的粘合剂，日本对外推广成熟技术的政策成为合作的推力，日本在高效燃煤和煤化工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成为日本对华技术支援形式得以长期存续的拉力。保障机制主要由合作推进机构的中介作用和信息交流共享平台的对接作用构成。而制约机制则主要体现在技术产业化合作方面中国市场的发展而导致的竞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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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日两国煤炭领域的科技合作机制

3   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中日科技合作机制的转变

    随着中日两国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加上紧张的国际局势，3个机制发生了机理性变化为中日煤炭领域科技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3.1  动力机制变化

3.1.1   退煤政策一致性增强

在G7其他成员国都坚持废煤政策的浪潮中，中日两国既坚定了退煤的总体方向，但同时也认识到煤电至少在2030年之前难以完全退出，因此中日两国都通过淘汰低效煤电设施并运用高效燃煤技术，以降低碳排放。例如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制定了《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推动混烧技术和CCUS技术在煤电领域的应用，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能源白皮书2024》中表明2030年之前要在确保能源稳定的前提下，逐渐淘汰低效煤电设备，同时促进高效燃煤、混烧以及CCUS技术的推广。因此，中日在煤炭政策导向上一致性有所增强。

基于“S+3E”的能源政策的基本原则，日本在考虑到电力安定供给以及地方经济稳定转型的基础之上，不采取立刻关停煤炭火力发电厂的方式，而是推进低效煤炭火力发电的逐步淡出计划和煤炭火力发电的高效化，计划在2030年度内将煤炭占电力能源比例降至19%[38]。此外，日本一部分煤炭企业趁着其他国家企业放弃碳坑所有权的机会，积极收购海外（主要是澳大利亚）优质煤矿，同时投资CCUS技术、煤制氢等零碳、负碳技术以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 [39]。虽然日本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纷纷停止对煤炭开采和煤电火力发电的资金支持，个别银行仍然保留对高效煤电的融资计划[39]。

3.1.2   技术供求关系复杂化
由于中国煤炭领域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两国间技术差距缩小，因此日本对华技术支援空间受限。首先，在煤电领域，1997年的《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的发布标志着中国洁净煤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每kW·h电力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从2005年的1000 g下降到2022年的824 g[40]。高效燃煤技术方面，近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拥有600℃超超临界发电机组最多的国家，700℃超超临界发电技术试验平台已在2015年建成，目标在2030年投入实际工程使用，发电效率达到50%以上%[41]。中国于2012年就已经实现了IGCC示范机组的商业运行，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支持下布局了IGFC试验平台[41]。煤炭和生物质的混烧发电项目已于2022年11月在日照煤电厂进入试运行阶段[42]。

其次，在煤化工领域，中国立足丰富的煤炭资源，积极推动煤基新材料的研发[43]。例如国家能源集团在新疆发展煤电煤化工产业集群，打造煤炭高效利用的碳循环产业链。该集团不仅巩固了煤制油等较为成熟的煤化工产业，同时也积极开发世界首创的新兴产业，如煤基纳米碳氢燃料工业化制备和煤基纳米碳氢燃料火力发电等。
另一方面，由于洁净煤技术外延的扩展和煤化工产业转型，中日两国在尖端技术发展方向上呈现出一致性。日本尤其注重氨煤混烧、氢煤混烧、生物质混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运用，积极投资褐煤制氢项目，将褐煤气化或液化，投入IGCC使用的同时，生产氨气、氢气、合成天然气、二甲醚等。例如，目前已拥有三菱重工的以氧气或空气作为气化剂的气流床气化技术，日铁工程的加氢快速热解技术、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IHI）的循环流化床气化技术。出光兴产公司还通过褐煤提质，生产低成本高附加值的碳素材料、高性能沥青等。此外，加装CCUS设备也是两国着力推进的项目。日本方面，NEDO于2016年开始将碳循环和新一代火力发电等技术开发作为其重要的支持领域之一。中国在《十二五国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科技发展专项规划》中已部署CCUS技术的研发和示范，通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大力推进CCUS技术的研发与示范。目前已初步实现了CCUS技术研发，部分完成了试验。

3.1.3   日本对外技术推广和合作政策转向

上述日本煤炭领域技术发展方向的转变也体现在其对外技术推广和合作政策的导向上，脱碳成为日本对外技术推广的目标。2021年6月日本在经济合作协会基础建设战略会议上修订了《基础设施系统海外推广战略2025》，不仅明确了在2021年年底之前结束资助海外不减排的煤电设施，同时将技术推广目标由原来的出口低碳型基建，转变为引导对象国或地区向脱碳转换，由此向海外转移的技术类型除了以往的超超临界发电技术，还增加了IGCC、混烧技术以及CCUS等[44]。2022年NEDO启动碳循环及火力发电脱碳技术等国际合作项目，主要通过资助国际会议、研讨会、以及技术人才交流等，来推动技术普及和相关调查。JCOAL参与了在波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调查，探索氨煤混烧技术的应用可能性，为将来日本先进的混烧技术推广到海外做准备。

日本对外技术推广和合作政策的转向预示着日本意图通过构建跨境跨业种产业链，实现先进洁净煤技术的生产和利用的规模化，从而转换为产业竞争力。一方面，日本开始主导构建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绿色能源网络。2021年5月在日本-东盟商务周上，日本经济产业省就发布了亚洲能源转型倡议（AETI），通过向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脱碳技术相关的人才培养和亚洲CCUS网络的构建。2021年10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还组织召开了第一届亚洲绿色成长伙伴阁僚会议，提出要根据各国国情来确定碳中和技术路径，日本会通过AETI来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促进脱碳技术创新，加速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45]。另一方面，日本开始与产煤国合作构建煤制氢跨国产业链，以推动氢能技术产业化发展。如日本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签订合作协议，由 NEDO和日本企业利用澳大利亚的褐煤制氢，并将氢气运回日本，氢气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则由澳大利亚的二氧化碳封存项目CarbonNet负责回收并封存在地下。日本还于2021年开始在亚洲地区寻找煤制氢生产基地，印尼等煤炭生产国是重要候选基地。

3.2   保障机制的变化

日本推动煤炭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现在主要由NEDO领头，JCOAL和JOGMEC护航。这些合作推进机构的职能和工作重心从煤炭本身的洁净利用向零碳、负碳技术延伸，扩大了保障机制的保障范围。

从NEDO支持下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来看，日本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合作聚焦零碳、负碳等尖端技术的合作研发。这些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大多是由NEDO与合作对象国家的相关机构等搭建合作平台，日本和合作对象国家分别资助本国的科研机构或企业进行合作，合作模式见图3。例如2020年开始，日本启动的多个针对绿色能源领域革新性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旨在通过日本与他国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同推动新一代可再生能源技术、高效利用氢能的低碳技术以及余热利用技术等突破性创新技术发展，目标是要在2030年或2040年能够实现产业化应用，已批准项目为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泰国等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另一方面，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项目主要为了推进先进技术的实证。例如2006年开始的日本能源消费高效化技术的国际实证项目、2011年开始的民间主导低碳技术普及促进项目。


[image: image3]
图3 NEDO资助下日本与科技发达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模式

JCOAL和JOGMEC也将技术开发支持重点向更尖端的零碳、负碳技术转化。JCOAL的工作范围也从原先的煤炭相关领域，扩展到与碳中和、碳循环相关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应和这一变化，2023年4月更名为碳资源新领域机构。而JOGMEC响应《第六次能源基本规划》，追加了海上风力发电的地质结构调查、出资支持海外大规模地热发电等勘探、氢能和氨气制造贮藏、二氧化碳回收利用以及地层勘探以及日本国内稀有金属选矿和冶炼等业务，并更名为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2023年第16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双方共签署了17份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基本都围绕绿色低碳技术的商业运用以及氢能等新型能源的开发与推广。实际上从2020年第14届开始，中日两国煤炭领域的合作就已经有所拓展，特别是在煤化工设备上加装CCUS技术等方面。因此中日两国煤炭领域科技合作的外延拓展预示着合作机遇存在于整条产业链，而并不一定局限于煤炭技术本身。

3.3   制约机制的变化

3.3.1   技术产业化成为共同面临的课题

从洁净煤发展路径上可以看出，2020－2030年是高效低碳煤电技术从试验向产业化过渡的关键时期，煤化工领域的先进技术也面临着产业化的关卡[27]。而产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成本过高的问题，以及确保原材料稳定供给和安全运输的复合性难题，这在燃煤掺烧发电技术上表现得尤为典型。目前中国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固废及生物质的混烧技术，但实际利用率仅为7.6%，且均为效率低、煤耗高的小型机组[46]。要推广生物质混烧技术，就需要开发适用于高比例掺烧的锅炉装置，同时建立起生物质燃料的供应链[46]。但是因为生物质的收购和储运成本远高于传统燃煤发电[47]，因而有无补贴直接影响企业的收益。此外，尖端技术相关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宣传教育不足也限制了技术的社会接受程度。例如日本对于发展CCUS技术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反对的意见。相比已有坚实研究基础的洁净煤技术，CCUS成本高昂且相关制度不健全，日本又缺乏封存二氧化碳的地理地质条件。再加上CCUS技术并非从源头上实现脱碳，其本质上延续了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 [48]。

为逐步攻破产业化的难关，中日两国目前都积极推进本国的产学研合作。例如中国由国家能源集团牵头，联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低碳院等12家单位共同组成产学研联合攻关团队，推动“CO2近零排放的煤气化发电技术”项目，建成国内首个兆瓦级IGFC技术试验基地。日本方面，NEDO资助下的“木质生物质燃料稳定高效供给和利用系统构建项目（2021－2028年）”中，就是由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森林综合研究所负责速生林的育种和栽培，远野兴产负责加工生物质颗粒燃料，JCOAL负责燃料分析和品质鉴定，实现了产学研合作下的生物质供应，推动了生物质混烧技术的产业化[49]。

3.3.2   中国对外技术推广和合作政策的加强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以及洁净煤技术领域的突破，中国扩大对海外的低碳、零碳、负碳煤电投资。根据波士顿大学中国全球能源融资数据库，2002年至2022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海外煤电提供了约286亿美元的投融资[50]。中国积极通过“一带一路”推进中国洁净煤技术的海外推广，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中国与29个国家在北京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51]。2021年9月中国宣布不再在境外新建煤电项目，中国技术“走出去”的关键技术转向提高煤炭燃烧效率和零碳、负碳技术。

由于中日两国对外推广的技术类别具有高度一致性，且都有志于构建跨境能源合作网络，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中国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确立与其不断提升的全球地位和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互利互惠为原则开展多边合作，而日本主张构建日本处于主导地位的合作网络，以日本先进技术为其他国家的脱碳做贡献的同时，保障本国煤炭稳定供应。因此中国技术“走出去”，尤其在亚洲地区，可能会导致日本对华竞争意识的上升。另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与日本竞争加剧的因素来源于美国的影响。日本出于本国经济安全，以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可能会跟随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一系列举措。虽然目前煤炭领域的先进技术还未受到相关影响，但是随着美国对华遏制措施的加强以及范围的扩大，可能会加剧中日两国在先进煤炭技术领域的竞争，进而减少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碳中和目标提出之后，除了动力机制中两国在煤炭政策的导向一致性增强之外，其他的每个机制内部都出现了不确定因素。整体而言，虽然中国与日本间技术差距缩小，但是由于洁净煤外延的扩展，“煤化工－煤电－CCUS”形成的洁净煤技术产业链蕴含着更多可以合作的空间，再加上零碳、负碳技术的深化，中国与日本间亟需调整合作模式，增加合作渠道，扩大合作领域。
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中日煤炭领域科技合作机制的转变如图4所示，其中制约机制实际上演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能限制动力机制发挥作用，也有可能在保障机制的调节之下反向强化动力机制。也就是说合作推进机构能否把握住零碳、负碳技术的研发以及技术产业化的具体课题，由此增强中日两国技术供求关系的互补性，并推动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是变数转化为机遇的关键所在。

【图4：1.请您检查“被调节”的线条是否有箭头指向；2.请您确认图中的点的大小无区别含义，尽量保持一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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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碳中和目标提出后中日煤炭领域科技合作机制的转变

4  推进中日煤炭领域科技合作的政策建议

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生产能力一直是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粘合剂[52]，然而以往靠市场换技术的合作方式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洁净煤技术外延的扩张，逐渐呈现出了局限性。要进一步推进煤炭领域中国与日本科技合作，需要夯实动力机制、转变制约机制、强化保障机制。
 构建中日两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跨业种产业链，夯实动力机制。    洁净煤技术外延的扩张要求煤炭行业与氨气生产、氢气生产、二氧化碳回收利用等相连，形成一条“煤化工－煤电－CCUS”的完整产业链。日本目前在陕西省榆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回收二氧化碳制甲烷的项目。要进一步推进产业链构建，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厘清全产业链上的共通课题和技术比较优势。首先，在煤电领域，中国虽然目前整体上技术水平仍然稍低于日本，但在高效燃煤技术、“煤电+CCUS技术”以及粉煤灰和煤渣利用方面都与日本基本处于同一阶段。因此中国完全有能力和资格与日本展开合作研究。其次，中国立足于“富煤贫油”的资源禀赋条件，大力发展煤基新材料产业。为实现煤化工领域的零碳排放，可以与日本CCUS技术相结合。例如，2020年12月日本的日立造船株式会社就与中国陕西省榆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缔结了合作协议，捕集当地煤化工厂等产生的二氧化碳，并利用二氧化碳制甲烷[32]。对于日本企业而言，与中国合作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同时还为推广到其他地区积累经验。

第二，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协调管控跨境能源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打破各行业之间信息壁垒，协调各环节运行，从而最优配置各部门的投入产出。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能源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国家能源局于2023年3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日本各主要电力公司也于2019年开始纷纷公布了数字化转型方针。下一步中日两国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合作，明确各自优势、借鉴已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并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53]，以建设跨境数字化智能化调控体系，实现产业链各主体利益最大化。
 共同向第三方市场推广洁净煤技术，助力能源公正转型以转变制约机制。在世界盛行脱煤废煤的浪潮当中，中日两国均提出分阶段逐步降低煤炭比率的政策方针，表明两国都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中日两国致力于实现能源公正转型的立场一致性，不仅构成了中日双方合作的稳固基石，也成为了两国携手向第三方市场推广洁净煤技术，助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早日摆脱化石燃料依赖的重要合作依据。

第一，对外技术推广着眼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公正转型。自2021年以来，中日两国致力于构建跨地区的低碳能源网络，其最终目的之一是推动全球范围内尽早实现碳中和目标，并助力欠发达国家减少碳排放。相较而言，以往对外技术推广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输出本国的过剩产能或成熟技术，因此可能会争夺第三方市场而产生竞争关系。尽管日本在亚洲地区持续寻求科技领导地位，但在全球向零碳、负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若其过度强调科技竞争而忽视了与亚洲各国在低碳技术领域的合作与共享，可能会削弱其在这些国家中建立的信任基础，进而影响其在区域合作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中日两国着眼于零碳、负碳技术在第三方市场的技术实证或产业化运用，可以一定程度上约束领导权争夺而产生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对煤炭等化石燃料依存度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激进的能源转型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经济下滑。因此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转型，脱离化石燃料，中日两国合作对外推广洁净煤技术能够起到助推作用。

第二，中日两国合作参与制定先进洁净煤技术的国际标准和法规。IGCC/IGFC技术、混烧技术、CCUS相关的技术如果要推广到海外，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和指标，评估对象国的情况，同时衡量技术的经济性。实际上在日本海外技术推广过程中，技术标准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对象国对于技术适配性的判断，因而进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中国应当引以为戒。由于中日所在的亚太地区在煤电用电方面占比较高，可以利用东亚及西太平洋电力工业协会的大会等区域性大会，通过区域内各国或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获取制定煤电技术标准的信息、要求和建议，并总结协商出与技术适配的运行条件和法律法规。

（3）  发挥合作推进机构职能，推动信息公开和共享以强化保障机制。

合作推进机构作为保障机制中的核心主体，需要更精准且高效地发挥其职能以增强动力机制、调节制约机制。日本通过独立行政法人等非政府组织，服务科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模式由来已久，在煤炭领域，NEDO、JCOAL、JOGMEC职能多样，且信息公开透明度较高，对日本国际科技合作的助力作用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力企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等更多地关注国内的煤炭技术、政策及产业动态。目前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主要是通过和日本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加入日本现有的合作平台来实现合作。因此中国的电力企业联合会等煤炭相关机构可以进一步发挥其中介作用，主动搭建中日两国的科技合作平台。
第一，调查对象国产业发展情况及相关政策，构建信息共享平台。首先，前期调研可以减少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科技“走出去”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JOGMEC的网站上即时发布煤炭相关的各国信息，同时定期对对象国的煤炭产业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查，出版各类能源相关的书籍、电子杂志、宣传报纸等。因而日本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不仅可以节省前期调研成本，同时借助JOGMEC的社会资源网络可以更加精准、便捷地对接对方相应的组织机构，促成合作落地。其次，主动调研可以在构建跨境合作平台时掌握更多的发言权。以往的日本对华技术支援由日本主导构建合作平台，但现在中国需要与日本构筑合作研究、技术实证、技术推广等新的合作平台，不应当坐等他国前来与中国合作，而更应当主动出击，能动地发现合作机遇、起草合作框架、助推合作运营。

第二，做好宣传教育和沟通工作，推动中日两国合作项目与当地生产生活的协调发展。首先，中日两国合作具有很强的动力机制，要通过恰当的宣传工作来呼吁日方相关机构关注两国政策一致性、技术供求互补性和对外技术推广的目标共通性。其次，阻碍产业化实现的因素中，除了技术本身还未达到可以广泛应用推广的阶段之外，运输、存储等基础设施不到位，相关地区的居民和政府机构对于技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在中日两国合作打造跨境产业链的过程中，需要做好前期调查和宣传教育准备，并与当地政府机构等充分进行沟通，必要时协助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规制建设工程对当地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

第三，完善项目招标和运营，协调跨境产学研合作。例如，NEDO管辖下的产业技术领域合作有3种模式，即国际研究合作项目（包括合作调查和项目补贴）、国际研究交流项目、国际合作研究资助项目。相比于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单枪匹马“走出去”，中国相关部门应积极与NEDO搭建交流合作渠道，利用这些较为成熟的平台或框架获取更好的资金和制度保障。其次，中国相关机构也可采取项目委托式产学研合作招标，通过明确科研攻关或技术产业化课题，采取“揭榜挂帅”公开招募委托方。由于日本现在亟需打开企业间合作的可能性，以进一步推广先进煤炭火力发电技术[54]，因此中国相关机构在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基础之上，公开不涉及国家机密的技术需求和研发方向，招募中日两国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其中，基于市场、技术的互补性实现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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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煤技术





大气污染对策


（去除有害物质）





脱硫、脱硝、除尘





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





温室气体对策


（创新性洁净煤技术）





燃烧高效化





与再生能源的联动





加装‌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





超超临界发电





煤炭气化





生物质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





氢煤混烧、氨煤混烧





利用物联网技术（IoT）和人工智能（AI）调节火力负荷变动





二氧化碳分离和回收





二氧化碳利用





二氧化碳封存





整体煤气化燃料电池联合发电（IGFC）





燃煤掺烧





煤炭转化与合成技术





煤制烯烃，煤炭液化等煤化工技术





中日煤炭领域合作





动力机制


煤炭定位


技术供求关系


日本对外技术推广政策





保障机制


合作推进机构的中介作用


信息交流共享平台的对接作用








制约机制


中国技术产业化市场条件


在第三方市场的竞合关系








NEDO








日本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等








合作对象国家相关机构








合作对象国家的研究机构、大学、企业等





合意文书（MOU）





项目合作协议（PA）








委托/资助








监督/合作/支持





煤炭领域中国与日本科技合作





动力机制


煤炭的政策定位一致性增强


技术供求关系复杂化


日本对外技术推广和合作政策转向





制约机制


面临技术产业化的共同课题


中国与日本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逐渐显现





限制





强化





被调节





保障机制


合作推进机构工作重心和职能转向零碳、负碳技术研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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